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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课题组 2015 年 9 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长三角地区( 上海、浙江、江苏) 穆斯林流动人口达到了 21． 7 万余人，包含了
我国 10 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浙江省穆斯林流动人口有 7． 7 万余人，主要集中于杭州、义乌、宁波等城市，
上海市穆斯林流动人口有 4 万余人，江苏省穆斯林流动人口超过了 10 万人，主要集中在南京、扬州、苏州、常州、江阴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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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 2015 年长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探讨我国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
融入的代际变化以及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比老一代并无明显的改
善，而且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影响结构，“内卷化”问题日益突出。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的影响不仅存在着代际变迁，在不同层次的影响也存在着程度和方向上的差异。政策制度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影响作用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心理融入层次。研究还发现，我国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
入的各个层次并非整体推进，经济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必然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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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0 年全国第 6 次人口普查结果，目前我
国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等 10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达到 2314 万，占全国少数
民族总人口的 20． 34%。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信仰
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穆斯林

进入长三角地区经商或务工，截至 2015 年 9 月的不
完全统计，已超过 21 万人①。大量穆斯林进入长三
角地区，一方面有利于各族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促进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

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流入地居民有较大差异，

在客观上存在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突出难题。
促进穆斯林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这无疑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议题。长期以来，长三角各
级政府在服务管理政策上一直在作积极的探索与实

践，相关措施在促进民族交流、增进民族互信及预防
民族纠纷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我们还看
到，不少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仍循着父辈们的足

迹，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这也正是本研

究所关注的重点，即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

我国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究

竟有哪些? 现行政策存在哪些绩效和不足? 从现有

文献资料来看，这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显然尚未得到

很好的回答，需要学界进行深入科学研究，为社会政

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基础。
一、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框架在总结国内学者经验的基础上

展开。西方学界对社会融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直
线型融入到曲线型融入，再发展到多元文化和区隔

融入理论的过程［1 － 5］，而中国学者多强调直线型融

入的理论主张。单从长三角地区目前的民族宗教政
策来看，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面临的政策制度环

境较老一代有较大改善，如减免税收、简化办证手
续、引导成立民间组织等，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他们更
好地融入到流入地社会。因此，本文从直线型融入
的研究思路出发，提出第 1 个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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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
度明显好于老一代。
从李培林、杨菊华等学者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研

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对
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6 － 7］。
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尤佳指出:“宗教生活与
社会生活的共通性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关系建构与

维护提供了网络平台与支持，对他们适应城市社会

有重要的支持作用。”［8］马戎、李吉和、白友涛、徐
平、季芳桐等人也指出，个人资本( 教育、居住时间、
职业技能) 和政策制度( 保障政策、服务政策及少数
民族优惠政策) 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显

著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 2 个假设:
假设 2: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和制度政策对他们的社会融入产生显著的影响。
假设 2． 1: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越高，其

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 2． 2: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越高，其

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 2． 3:政策制度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

入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还可以看出，学界有关社会

融入的层次划分上基本能够形成一致性观点，大体

认可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入、社会 ( 交往、行为) 融
入、心理( 认同) 融入和文化融入四个层次。不过，
学界对于社会融入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

的分歧，如杨菊华认为，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存在着

依次递进关系，其中经济融入是总体社会融入的基

础，而李培林和田丰认为社会融入中各层次是平行

的，不存在递进关系。由于穆斯林流动人口流入长
三角地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而且经济收

入的提高明显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

况，因此，经济融入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应该不能忽

视。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 3 个研究预设:
假设 3: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四个层次

存在依次递进关系。
假设 3． 1:文化融入的提高有助于心理融入的

提高。
假设 3． 2:社会关系融入的提高有助于经济融

入的提高。
假设 3． 3:经济融入的提高有助于总体社会融

入的提高。
( 二) 变量设计及其操作化。
依据上述研究假设，我们对测量指标作如下

设计。
1．经济层次指标。本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层次:
( 1) 经济地位; ( 2 ) 消费模式; ( 3 ) 经济与宗教的关
系。“经济地位”操作化为个人年收入的绝对值，并
依据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年收入的平均水平①，分

为“25000 元及以下”、“25001 － 35000 元”、“35001
－ 45000 元”、“45001 － 55000 元”及“55001 元以
上”五个档次，分别赋值 1 － 5 分。把“消费模式”操
作化为“您近几年的开支主要在什么方面?”分“食
品”、“服饰、房租、教育”及“电脑、小车、房屋”三种
程度，分别赋值 1 至 3 分。把“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
的关系”，操作化为“您的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有冲
突吗?”分“有”“说不清楚”和“没有”三种程度，分
别赋值 1 至 3 分。

2．社会关系层次指标。由于社会关系涉及两个
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

社会 结 构，学 界 通 常 从 关 系 取 向 ( Ｒelational
Approach) 和位置取向( Positional Approach) 两个视
角来分析［6］。因此，本文的测量指标包括: ( 1) 社会
关系的广度; ( 2) 社会关系的强度。“社会关系的广
度”操作化为“您和非穆斯林民众交往多吗?”“社会
关系的强度”操作化为“您和邻居( 非穆斯林) 互赠
过礼物吗?”“您和当地非穆斯林民众相互帮忙过
吗?”上述三个指标分为“经常”、“偶尔”“没有”三
种程度，分别赋值为 1 至 3 分。

3．心理层次指标。心理融入涉及到客观的外在
环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属于社会条件的

综合产物，其中自我定位及其社会归属感直接反映

了他们内心是否冲突———“是特殊群体? 还是共同
体中的一员?”本文具体指标包括: “您觉得和当地
人有明显区别吗?”“您认为这里是您的第二故乡
吗?”“您愿意定居在这里吗?”分“不是”、“说不清
楚”和“是的”三种程度，分别赋值 1 到 3 分。

4．文化层次指标。本文设计了四项测量穆斯林
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的指标: ( 1) 语言能力和运用，操
作化为“您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吗?”
( 2) 生活习俗，操作化为“您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习
俗?”( 3) 节日活动，操作化为“您和家人过本地人的
节日吗?”( 4) 文化认知，操作化为“您认为当地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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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地政府门户网站信息，2014 年上海市人均年收入
47710 元，浙江省人均年收入 40393 元，江苏省人均年收
入 34346 元。本文取三者的平均值( 40816 元) 作为长三
角地区的人均年收入。



您有文化偏见吗?”分消极、一般和积极三种程度，
分别赋值 1 到 3 分。

5．其他因素指标。( 1) 自身因素，包括性别、民
族、来源地、教育水平、职业技术以及居住时间。其
中，来源地分穆斯林聚居地区和散杂居地区，穆斯林

聚居区又分为新疆地区和西北甘青宁地区; “职业
技术”分为体力劳动、半体力半技术及技术( 经商)
三个程度，分别赋值 1 － 3 分; “教育水平”分小学及
以下、初中( 包括未毕业) 、高中( 包括未毕业) 、大学
及以上四个层次，分别赋值 1 － 4 分。( 2 ) 社会资
本，即依据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特征，本文把社

会资本分亲情型社会资本( 血缘、姻缘和地缘) 、民
族社会资本、宗教社会资本以及非同质性社会资本，
操作为“您遇到困难时通常找谁帮忙吗?”分“亲戚”
或“老乡”、“本民族穆斯林”、“非本民族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朋友”四个选项，分别赋值 1 － 4 分，属多
项选择。( 3 ) 政策制度因素，即依据穆斯林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状况，把政策制度分服务政策、保
障政策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三项内容，分别操作

化为“当地政府为您提供了服务政策( 如就业服务、
证件办理等) 吗?”“当地政府保障了您的合法权益
吗?”“当地政府为您提供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了吗
( 如子女上学、减免税收) ?”分“没有”、“偶尔”和
“经常”三种程度，分别赋值 1 到 3 分。

( 三) 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次研究数据的收集采用区域抽样方法，先在

长三角地区 ( 上海、江苏、浙江) 的 224 个县级行政
区划中随机抽取 24 个县级行政区划，然后在每个县
级行政区划中随机抽样 3 个街道，最后在每个街道
采用配额抽样( 满足民族、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等因
素对总体的代表性) ，共获得 600 份样本，调查时间
为 2015 年 6 － 9 月。经过有效性验证后，共获得有
效问卷 482 份。
在本次研究中，“穆斯林流动人口”被界定为在

中国大陆境内流动、信仰伊斯兰教、在流入地经商或
务工、居住 3 个月及以上且无常住户籍的中国成年
公民，具体包括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等 10 个全民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此，高校穆
斯林大学生及随迁儿童都不在本次抽样的总体样本

之内。此外，本次研究还借鉴王春光、李培林等人的
研究经验，将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穆斯林流动人口
定义为“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1980 年以前出生
的则定义为“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样本人口
学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人口学变量描述性分析

基本特征
老一代穆斯林 新生代穆斯林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性别( 男性 = 1) ． 66 ． 034 191 ． 72 ． 026 291
教育程度 1． 48 ． 051 191 1． 80 ． 045 291
居住时间 7． 47 ． 283 191 7． 06 ． 250 291
职业技术 2． 14 ． 054 191 1． 49 ． 039 291
流出地

西北甘青宁地区 ． 832 159 ． 797 232
新疆地区 ． 115 22 ． 100 29
散杂居地区 ． 053 10 ． 103 30

民族成分

回族 ． 901 172 ． 866 252
维吾尔族 ． 042 8 ． 034 10
其他民族 ． 057 11 ． 100 29

三、因子分析与社会融入现状
( 一)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简化数据或找出基本的数据

结构，因此，使用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观测变量之

间应该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如果相关矩阵中的因子
相关系数都小于 0． 3，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9］。通

过对本次研究前述的 13 项社会融入指标进行相关
关系的矩阵分析，发现“您和家人过本地人的节日
吗”在相关矩阵中与其他指标都为负相关，指标“您
和邻居( 非穆斯林) 互赠过礼物吗”及“您觉得和当
地人有明显区别吗”在相关矩阵中的最大相关系数
都小于 0． 3，因此也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所以在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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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因子分析中，这 3 项指标都予以剔除。
在上述基础上，本次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

对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 10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

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通过对相关指标的 KMO 检

验，两组 KMO 值分别为 0． 519 和 0． 735，卡方值分
别 431． 919 和 1186． 616，自由度均为 45，sig 值都在
0． 000 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表明相关指标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

表 2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子分析结果

文化融入 经济融入 社会关系融入 心理融入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经济地位 ． 268 ． 113 ． 613 ． 853 ． 142 ． 011 － ． 406 ． 201
消费模式 ． 007 ． 102 ． 847 ． 905 ． 115 ． 018 － ． 006 ． 088
经济与宗教关系 － ． 189 ． 116 ． 691 ． 737 － ． 084 ． 134 ． 366 ． 121
交往广度 ． 017 ． 102 ． 193 － ． 012 ． 834 ． 911 － ． 096 － ． 012
交往强度 － ． 036 ． 133 － ． 045 ． 158 ． 882 ． 873 ． 082 ． 143
生活习俗 ． 830 ． 870 － ． 106 ． 109 ． 007 ． 080 ． 153 ． 158
交流语言 ． 828 ． 660 ． 099 ． 251 － ． 029 ． 104 ． 186 ． 426
文化认知 ． 803 ． 901 ． 014 ． 077 － ． 002 ． 133 － ． 085 ． 043
社会归属感 ． 145 ． 205 ． 232 ． 185 － ． 270 ． 113 ． 725 ． 841
社会认同感 ． 129 ． 118 － ． 104 ． 146 ． 215 ． 013 ． 621 ． 872
特征值 2． 232 1． 625 1． 826 3． 762 1． 571 1． 057 1． 158 1． 352
方差贡献率 21． 681 21． 255 16． 948 22． 508 16． 338 16． 588 12． 908 17． 607
累计方差贡献率 21． 681 21． 255 38． 629 43． 763 54． 967 38． 8 62 60． 351 77． 958

从表 2 中可以发现，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结构中，文化融入的方差贡献率为

21． 681，特征根为 2． 232，明显大于其他层次的融
入;其次为经济层次的融入，方差贡献率为 16． 948，
特征根为 1． 826; 社会关系层次的融入所占比重较
低。与此相对应，在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
入的结构中，经济融入的比重大于其他层次，方差贡

献率为 22． 508，特征根为 3． 762; 其次是文化融入，
方差贡献率为 21． 255，特征根为 1． 625。心理层次
的融入在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中都占比较低的比重，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12． 908
和17． 607。自变量对于社会融入的累计方差贡献率

分别达到了 60． 351% ( 老一代) 和 77． 958% ( 新生
代) ，说明社会融入的因子结构合理。
( 二)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
提出新因子之后，再以各个新因子方差贡献率

为权数，计算穆斯林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入的标准

化得分，并依据新因子的基本数据( 见表 3) ，把各个
层次的标准分转换成 1 － 100 之间的数值，估算出穆
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平均得分。转换公
式:转换后的因子值 = ( 新因子标准分 + B) * A。其
中，A =99 /极差值，B = 1 /A －因子最小值［10］。转换
后结果见表 4。

表 3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因子的描述性分析

经济融入因子 文化融入因子 心理融入因子 社会关系融入因子 总体社会融入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标准误 ． 0586 ． 07236 ． 0586 ． 07236 ． 0586 ． 0724 ． 0586 ． 07236 ． 02303 ． 02497
极差值 3． 8649 3． 8888 4． 4142 3． 7618 4． 4260 4． 6394 3． 7787 3． 8194 1． 8011 1． 8813
极小值 － 1． 954 － 2． 2904 － 2． 0742 － 1． 5367 － 1． 8071 － 2． 2201 － 1． 2978 － 1． 2178 － ． 8124 － ． 7158
极大值 1． 9106 1． 5985 2． 3400 2． 2251 2． 6188 2． 4193 2． 4810 2． 6016 ． 9887 1． 1654

从表 4 可以发现: ( 1 ) 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总体程度虽然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但是

两者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 2)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社
会关系层次，老一代社会关系融入的平均得分仅为

32． 567，新生代也仅为 35． 001，这说明穆斯林流动
人口与非穆斯林居民交往的广度和强度非常低，新

生代略高于老一代。( 3 ) 在所有层次中，穆斯林流
动人口在经济层次的融入程度最高，老一代和新生

代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59． 307 和 51． 059 分，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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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流动人口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收入处于比较

理想的地位，但是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处于下降的

趋势。( 4) 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心理融入产生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与经

济融入程度相似，但是和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程
度以及总体融入程度相反。( 5 ) 老一代组的标准误
差都高于新生代组，说明老一代穆斯林社会融入的

内部差异性大于新生代，离散性相对较大。
表 4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

文化融入程度 经济融入程度 社会关系融入程度 心理融入程度 总体社会融入程度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均值 41． 442 47． 519 59． 307 51． 059 32． 567 35． 001 48． 374 41． 422 38． 670 45． 655
标准误 1． 904 1． 315 1． 842 1． 502 1． 876 1． 536 1． 544 1． 311 1． 314 1． 266
极小值 1 1 1 1 1 1 1 1 1 1
极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四、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什么长三角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出现这种发展态势呢? 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具体

因素有哪些? 相关影响因素的各自作用模式在不同

层次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代际差异? 依据相关问题

线索，我们将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术、居住时间、
民族、来源地以及各种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作为自
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融入及其不同层次融入( 因

变量) 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非标准化 Beta值)

文化融入 经济融入 社会关系融入 心理融入 总体社会融入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男性a － ． 393＊＊ － ． 071 ． 533＊＊＊ － ． 091 ． 235 ． 218 ． 098 ． 056 ． 058 ． 010
教育程度 ． 217* － ． 316＊＊＊ ． 126 ． 053 ． 318＊＊ ． 010 － ． 009 ． 269＊＊＊ ． 123＊＊＊ － ． 006＊＊＊

职业技术 ． 029 － ． 022 ． 263＊＊ ． 781＊＊＊ ． 086 ． 173 ． 001 － ． 140 ． 050 ． 175＊＊＊

居住时间 ． 014 ． 014 ． 040* ． 036＊＊ ． 034 － ． 050＊＊＊ － ． 043＊＊ ． 110＊＊＊ ． 009 ． 022＊＊＊

民族b

维吾尔族 － ． 167 － ． 469 － ． 655 － ． 091 － 1． 364＊＊ ． 038 ． 423 － ． 221 － ． 386* － ． 165
其他民族 － ． 072 － ． 125 ． 066 － ． 194 ． 066 ． 272 ． 465 ． 101 － ． 024 ． 007

来源地c

新疆地区 ． 107 － ． 867＊＊＊ － ． 178 － ． 375 ． 912 － ． 226 ． 153 ． 658＊＊ ． 173* － ． 190＊＊

散杂居地区 ． 390 ． 828＊＊＊ ． 702* － ． 032 － ． 682 ． 277 ． 307 ． 418* ． 136 ． 288＊＊＊

亲情型社会资本 ． 651＊＊＊ － ． 230 ． 417＊＊ ． 258* － ． 124 ． 065 ． 692＊＊＊ － ． 168 ． 108* － ． 010
民族社会资本 ． 183 － ． 175 ． 286* － ． 013 － ． 033 ． 136 － ． 212 － ． 337* ． 059 － ． 077
宗教社会资本 ． 869＊＊＊ － ． 361＊＊ － ． 198 ． 164 ． 133 － ． 022 － ． 206 ． 124 ． 149＊＊ － ． 022
非同质社会资本 ． 207 ． 122 ． 219 ． 064 － ． 045 ． 409* ． 113 ． 103 ． 085 ． 126＊＊

服务政策 ． 101 ． 063 ． 113 ． 024 － ． 130 ． 217＊＊ ． 108 ． 072 ． 037 ． 069＊＊

保障政策 ． 191 ． 003 ． 035 ． 019 － ． 051 － ． 054 ． 698＊＊＊ ． 312＊＊＊ ． 128＊＊＊ ． 040
优惠政策 ． 185 － ． 103 － ． 089 － ． 004 － ． 049 ． 141* ． 346＊＊ ． 012 ． 060 ． 005
常数项 － 1． 773＊＊＊ ． 849＊＊ － 1． 871＊＊＊ － 1． 647＊＊＊ － ． 689 － ． 825＊＊ － ． 718* － 1． 698＊＊＊ － ． 904＊＊＊ － ． 335＊＊

F检验值 8． 274 6． 819 9． 860 14． 344 3． 110 3． 408 9． 942 15． 623 8． 701 28． 653

调整后的 Ｒ2 ． 365 ． 231 ． 412 ． 408 ． 143 ． 111 ． 414 ． 431 ． 378 ． 589
D． F．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N 191 291 191 291 191 291 191 291 191 291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a． 男性，以女性为参照组。
b． 民族，以回族为参照组。
c． 来源地，以西北甘青宁地区为参照组。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 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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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2分别为0．378和0．589，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
平)。在代际比较中，我们发现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的
因素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而言: ( 1) 亲情型社
会资本、宗教社会资本和保障政策对于新生代穆斯林
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老

一代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依次为0．108( p ＜ 0．05)、
0．149( p ＜ 0．05)、0．128( p ＜ 0．001) ，说明老一代穆斯
林流动人口以同质性社会资本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社

会活动，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他们的社会融入

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2) 职业技术、居住时间、非同质
性社会资本和服务政策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总

体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

动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依次为 0．175( p ＜
0．001)、0．022( p ＜ 0．001)、0．126( p ＜ 0．001) 和 0．069
( p ＜ 0．001)。( 3) 在民族成分变量中，老一代维吾尔族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比参照组回族低( β = － 0．386，p
＜ 0．05) ，而相关变量对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在来源
地变量中，新疆地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73( p ＜
0．05) 和 －0．186( p ＜ 0．01) ，说明来自新疆的老一代穆
斯林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

高，而来自新疆地区的新生代穆斯林总体社会融入程

度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低。( 4) 教育程度在老一代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 0．123( p
＜ 0．001) ，说明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总体社会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对新生代社会

融入的影响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
具体从各个层次来看，表 5 中文化融入层次调整

后的 Ｒ2分别为 0．365(老一代) 和 0．231(新生代) ，sig
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
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也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程度。
具体情况: ( 1) 性别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的回归
系数为 － 0．393( p ＜ 0．01) ，说明老一代男性穆斯林流
动人口文化融入程度低于老一代女性穆斯林流动人

口，但性别因素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

入没有显著影响。( 2) 教育程度在老一代和新生代文化
融入的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是 0．217( p ＜ 0．05) 和
－ 0．316( p ＜ 0．001) ，说明学校教育对于老一代的文化
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于新生代产生了反向

的显著影响。( 3) 职业技术和居住时间没有到达到统计
上的显著度，说明相关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文化融

入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4) 来源地对于老一代穆斯林
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融入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

但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

化融入程度比来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流动人口高( β =

－ 0．867，p ＜ 0．001) ，而又比来自散杂居地区的穆斯林
流动人口低( β = 0．828，p ＜ 0．001)。( 5) 亲情型社会资
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

入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宗教资本对新生代的社会融

入却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 β = － 0．361，p ＜ 0．01)。
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对两者的文化融入都没有显著

影响。
在经济融入层面，调整后的 Ｒ2分别为0．412(老一

代) 和0．431(新生代) ，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
自变量的解释力在所有层次中处于最佳状态。具体情
况: ( 1) 性别因素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中的系数
为0．533( p ＜ 0．001) ，说明老一代男性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经济融入高于女性。性别因素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
人口的经济融入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新生代穆斯林流

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社会地位趋于性别平等。( 2)
职业技术对于两代人的经济融入存在着显著影响，回

归系数分别为 0．263( p ＜ 0．01) 和 0．781( p ＜ 0．001) ，
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教育与职业存在着明显的脱

钩，这在新生代中表现更为突出。( 3) 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来源地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产生了

显著影响，即来自散杂居地区的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

口的经济融入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高( β = 0．702，
p ＜ 0．05)。来源地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
入没有显著影响。( 4) 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影响老一代
穆斯林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主要有亲情型社会资本和

民族资本，回归系数分别为 0．417( p ＜ 0．01)、0．286
( p ＜ 0．05) ;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只有亲
情型社会资本对于经济融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β = 0．
258，p ＜ 0．05) ，影响程度和显著度低于老一代穆斯林
流动人口，其他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的经济融入没有

显著影响。( 5) 教育程度、民族成分和政策制度等变量
对于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都没

有显著影响。
在社会(关系) 层次，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回归分析的要求，调整后的

Ｒ2分别为 0．143(老一代) 和 0．111(新生代) ，sig值都
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具体情况: ( 1) 教育程度对于新
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于老一代的影响作用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度，即

教育程度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的回归系数为

0．318( p ＜ 0．01) ，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一代穆斯林
流动人口越容易融入流入地社会。( 2) 性别、职业技术
以及各种政策制度变量没有到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

说明相关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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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影响作用。( 3) 居住时间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

人口产生了反向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 0．050( p ＜
0．01)。( 4) 社会资本变量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非同质性社会资本

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产生了正向

的显著影响( β = 0．409，p ＜ 0．05)。( 5) 政策制度对于
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

响，但是服务政策( β = 0．217，p ＜ 0．01) 和少数民族优
惠政策( Β = 0．141，p ＜ 0．05) 对新生代的社会关系融
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心理融入层次，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社

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调整后的 Ｒ2
分别为0．414(老一代) 和0．431(新生代) ，sig值都处于
0． 000的显著水平。具体情况: ( 1) 性别和职业技术及民
族身份因素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不存在显

著影响，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

融入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新生代产生显著影响，即

β = 0．269( p ＜ 0．01)。( 2) 居住时间变量在老一代和新
生代心理融入的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是 － 0．037
( p ＜ 0．05) 和0．110( p ＜ 0．001) ，说明老一代穆斯林流
动人口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其心理融入程度越低，而

这对于新生代而言则刚好相反。( 3) 来源地变量对于老
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

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却有显著影响，即以西北

甘青宁地区为参照组，新疆地区和散杂居地区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 0．658( p ＜ 0．01) 和0．418( p ＜ 0．05)。( 4)
在社会资本变量中，亲情型社会资本对于老一代穆斯

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有显著影响( β = － 0．692，p ＜
0．001) ，民族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
心理融入产生了显著反向影响 ( β = － 0．337，p ＜
0．05)。( 5) 保障政策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 β =
0． 698，p ＜ 0．001) 以及新生代( β = 0．312，p ＜ 0．01) 的
心理融入都产生显著影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于老

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产生显著影响( β =
0．346，p ＜ 0．001) ，但是对于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
五、讨论和总结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

状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基于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检验本文提出

的三个假设: ( 1) 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较，新
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有所上升，

但是两者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和心理层次，
新生代社会融入程度均低于老一代;在文化和社会关

系层次，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则都

高于老一代。这表明假设 1 并不能完全成立，即新生
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并没有比老一代有明显

的好转。( 2)虽然职业技术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教育程度却存在着差异，

即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
社会关系融入、心理融入及总体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
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

融入和总体社会融入产生反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假
设 2． 1也不能完全成立。( 3) 穆斯林流动人口不同类
型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不同，而且还存在

着代际差异。其中，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
于新生代的社会融入不再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是

对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

响，这完全有别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换言之，假
设 2． 2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不能成立。( 4) 表 5
数据显示，政策制度因素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的影响结构中主要体现在心理融入层次。这表明假设
2． 3需要放在具体的话语环境下才能成立。( 5)在穆斯
林流动人口不同层次的融入结构中，经济融入程度都

处于最高水平，而社会交往融入程度则均处于最低水

平，这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文化融入的提高并没有

带来必然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加强，社会关系融

入也没有对经济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显然，本
文的假设 3 及其相关次级假设都不成立。换言之，穆
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并不存在逐次递进

的逻辑关联，经济收入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必然的社会

融入。
第二，由于新生代的教育程度对文化融入产生反

向的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文化融入的

三项指标中，学校教育显然有助于“语言交流”指标的
得分，而“生活风俗”与学校教育的关联并不很紧密，那
么学校教育对文化融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认知”
指标上。相关统计分析结果说明了新生代穆斯林流动
人口接受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文化意

识的排他性，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社会资本对新

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产生反向的显著影

响。由于文化融入的反向特征以来自新疆地区的新生
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表现得最为突出( 以西北甘青宁地

区为参照)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新时期新疆地区的学校

教育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 相关结论还需要进一步

的证实。
第三，其他自身因素的统计结果显示，性别、民族、

来源地等自身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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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存在着代际差异，而且对于不同层次的影响作用

也各不相同。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女性
文化融入的程度高于男性，但男性经济融入程度却高

于女性;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程度和总

体社会融入程度低于回族，而来自新疆的穆斯林流动

人口(包括回族)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又高于来自西北

甘青宁地区的穆斯林。对于新生代穆斯林而言，性别
和民族因素对社会融入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来

源地的区域因素对心理融入的影响却非常明显，即来

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的心理融入程度低于来自西北甘

青宁地区的穆斯林，而来自散杂居地区的穆斯林的社

会融入程度又高于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穆斯林。这
种代际和区域的差异说明，性别和民族因素对穆斯林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区域因素的

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第四，统计分析结果还揭示了影响新生代穆斯林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结构更加复杂，“内卷化”问
题日益突出。在早期经济活动中，穆斯林流动人口主
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并通过姻缘关系逐渐扩散，形成

了无数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小群体，不同亲情单位又

以民族宗教为纽带进行经济来往和文化活动———亲情
型社会资本和民族宗教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调适自己

的经济活动和文化心理。由于职业范围主要局限于清
真饮食行业，随着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该群体的发展

空间越来越狭窄，内部之间的利益竞争和矛盾冲突也

越来越突出。表 5 数据表明，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
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的社会融入不再具有正向的显著影

响，而是对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产生了反向的

显著影响，这完全有别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通过

民族宗教资本来进行文化调适。这也表明，穆斯林流
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主观因素，

还要关注该群体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另外，相关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内部

的矛盾容易被转化为他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张关

系? 这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第五，政策制度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

影响，揭示了民族宗教工作需要重点关注个体的微观

层面。由于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经济活动，
穆斯林流动人口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保障他们在经济和

文化层面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实施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社会心理学的视阈中，政策制
度的本质是“国家在场”的一种表征，也是维系国家与
穆斯林流动人口( 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 意义关联纽

带。政策制度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路径表明，地方政府
实施具体的服务措施、保障体系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
策，不仅能够解决穆斯林流动人口眼前的现实困难，最

重要的作用是有助于加强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意

义关联，促进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相关

因素，在不同代际和不同层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程度

甚至不同方向的作用，这揭示了新时期我国穆斯林流

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日益复杂化，而且处于动态变化的

过程中。实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显然要经
历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过程。由于本文提出的看似
合理的预设都不能完全成立，这说明城市民族宗教工

作不能简单地从看似正确的直观性判断和评价出发，

而应该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 Warner W Lloyd，Leo Srole．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1 －13．

［2］ Gullahorn J T，Gullahorn J E． An Extension of the U － curv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63( 19) :33 －47．

［3］ Berry J W．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M］/ /Padilla．

Acculturation: Theory，Models，and Some New Findings． Boulder:West

View Press，1981:9 －25．

［4］ Portes A，M Z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 － 1965 Immigrant Youth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1993( 530) :71 －96．

［5］ Maxwell，Judith ． Soci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J］． Eric

John Hanson Memorial Lecture Series，1996( 8) ．

［6］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 5) ．

［7］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

思考［J］．人口研究，2009( 1) ．

［8］ 尤佳．论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城市社会适应:以东部沿海城市

为例［J］．世界宗教文化，2012( 4) ．

［9］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9:92．

［10］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

论，2001( 2) ．

(责任编辑 马 旭)

8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


